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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张国旺１　王孝松２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０７;２．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教育人力资本因素,构建了刻画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

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使用中国２９个省区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人口

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说明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降低

了抚养比和人口增长率,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因此,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而

言,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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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基数大、新增人口多一直是让中国感到巨大压力的重要问题,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生

育高峰后,国家开始将控制人口数量提上日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国家开始大力提倡计划生育,到

１９７８年,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

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婚姻

法»则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在总则之中.三十多年来,国家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力度之

大、组织之严密是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不曾做到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在经历了长时期高效率的计划

生育工作之后,中国人口增长模式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
但是这样史无前例的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种政

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效应是否相同? 在严格实施了数十年之后,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经济发展

来说是否仍为最优的人口政策,是否已到了对其进行调整的时机? 学者们对此进行反思,并提出了各

自不同的观点.李建民和王金营通过建立人口—经济动态模型,并使用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的数据进行模

拟,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对中国的 GDP、人均 GDP、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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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水平提高均具有积极贡献[１].一些学者及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指出,务必要保持现行的人口政策,
并主张把未来人口总量控制在１０亿以内,长期坚持独生子女政策.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计划生育政

策的弊端已经凸显出来,中国应该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他们或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２](P４７－５６),或从

老龄化危害的角度[３](P８０－８１),或从现实的人口结构角度[４](P１１３－１１５),均对继续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表达了忧虑,主张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利大于弊? 是否应该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继续贯彻实

施? 本文将在崭新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计划生

育最显著的效应就是控制了人口的出生率.一方面,控制出生率可以在死亡率大致不变的情况下降

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而改变人口数量;另一方面,新生儿出生的减少,会导致低龄人口在整个人口

中的比例发生变化,当出生率维持较低水平时,出生率低于人口替代率导致低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

下降从而改变人口结构.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入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纳入教育人

力资本因素,分析计划生育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文献述评

(一)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人力资本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函数的两个基本假定,即规模报酬不变和要素

边际产出递减,再加上生产函数满足“稻田(Inada)条件”的假定① ,并认为资本、劳动等要素差异导致

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将产生收敛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在技术不

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最终将停止增加,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水平将固定在一个稳态水平.

Romer和Rebelo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扩展,在原始的Solow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并突破

了边际收益递减的限制,这就使得平衡增长路径和多重均衡开始出现.Mankiw 等学者估计了扩展

的Solow模型,考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跨国增长差异的解释力度,他们的估计结果使扩展的

Solow模型得到了实际数据的支持: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差异有７８％可以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解

释,物质资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约为三分之一[５].作为“增长回归式”的补充,Hall和Jones使用校准

(calibrating)技术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并得出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差异对于经济增长

的作用仍然显著的结论[６],但与回归分析的结果不同,校准结果意味着国家间存在明显的技术(生产

率)差异,而技术差异对人均收入的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总之,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从总供给角度,把储蓄、投资和资本形成看作增长的决定因素,因而从

本质上说,生产能力的积累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径.而 Helpman在融合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

理论的基础上指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经济和政治制

度以及内生人口增长等因素对持续的增长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７](P１０２－１１５).
(二)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对此进行了大

量的经验分析,而研究结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LiviＧBacci选取了１６个发达国家１８７０~１９８７年间的

数据,以及５７个发展中国家１９６５~１９８６年的数据,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

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８](P６１－６７).Easterlin指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长期关系因国家而异,在一些国家是正相关关系,在另一些国家则是负相关关系[９](P３７－３９).Kelly
和Schmidt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不具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在

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呈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１０](P６７－１０５).
综上所述,国外该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并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并且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

系的众多命题都未能被验证,这需要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探索.本文将基于中国视角进行定量考察,旨
在从教育人力资本的崭新视角对上述问题给出明确答案.

由于人口问题在中国十分重要,因而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国内学者的研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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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概括起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人口生育率变化的原因及结果的讨论.顾宝昌的研究认为,不能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

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制约作用[１１](P２２－２６).彭希哲则持否定态度,认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

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１２].都阳通过计量检验认为生育政策的作用已经淡化,
生育率是经济内生决定的[１３].在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大
多认为中国现阶段老龄化主要是人口生育率下降造成的.

第二是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实行了鼓励人

口生育的政策,一些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持肯定态度.如许金声通过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的国际比较,
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未必会降低人均收入水平[１４];李竞能对我国各省份按经济发展程度进行了分

类,通过各类省份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发现人口的增长率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总效应

是模糊的[１５](P７８－８６).都阳则用固定效应的计量方法从实证角度说明新增劳动力有利于经济增长[１３].
尽管如此,大多数的研究仍然主张人口高增长率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是对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众多学者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和教育投

入的影响,从而判断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蔡昉和王美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的实现,即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人口的经

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和后代教育投入的部分相应增

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结构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在增长效应上,由于总抚

养比对经济增长有不利作用,在老年负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不仅将削弱储蓄的积累,同
时也将逐步消耗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基金,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消失[１６].

总之,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学术

界仍然是众说纷纭,未形成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实施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是否仍然是促

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该政策是否应该继续作为基本国策加以贯彻,已有的研究并未给出明确

可信的答案.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崭新的视角来考察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回答严格

控制人口的政策是否应该继续的问题.具体地,我们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并纳入教育人

力资本的因素,构建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并运用中国各省

区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经验检验,从而在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紧密结合的基础上,从教育

人力资本的视角剖析控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不仅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而且有助于深

刻认识和理解中国人口政策的作用,为中国政府制定未来的人口政策提供参考,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三、理论框架:人口、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教育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支出投入到人身上形成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视为一种资本,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人身上所携带的知识技能与物质资本具有极强的相似性:教育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都需

要通过一定的投入转化而来,而且转化之后都以一种存量的形式存在,更高的教育人力资本和更高的

物质资本都可以使总产出提高,而且作为资本,它们都会发生折旧,人们需要通过增加投入来增加人

力资本存量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出.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教育人力资本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重要特性:它附着在人的身上,因而与物

质资本不同,会受到人的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讲,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将会影响该社会教育人力资本

的存量.
具体地,人口结构是如何影响教育人力资本的存量呢? 这里主要探讨青壮年人口与未成年人口

之间的比例对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为便于分析,本文提出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整个社会的教育

水平不发生显著变化.所谓教育水平并不是一个量上的概念,而是一个质的概念,具体来说,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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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是指社会的教育投入、学校、教师数量的水平,而是指教育将投入转化成人力资本的能力和转化

成人力资本所能达到的水平.就量的概念而言,不论古今中外,教育投入均保持快速的增长,从这个

意义上讲,我们的假设是不符合现实的;但从质的角度考虑,本文的假设具有合理性:这涉及教育方

法、教育技术和人自身条件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主要教育方

式、人才选拔方式并未发生质的改变.更一般地讲,自从德国１９世纪创立了标准化课堂教学以来,整
个世界在二百多年来主要都在使用这种教育方式,因此基本可以认为教育技术手段在长期以来并没

有发生质的变化,就结果而言,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所需的时间是长期稳定的,更高的教育投入

只能影响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而不会影响人们在给定时间内接受知识的密度.由此,特定的人口结构

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是确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构架连接人口结构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桥梁,对
二者关系进行分析.

在上述假设之下,我们首先看到,由于社会上未成年人受教育的年限低于成年人口,附着在未成

年人身上的人力资本也就低于成年人口,因此一个社会中未成年人的比重越高,社会中人力资本的存

量就越少.其次,尽管未成年人人力资本存量低,但是他们正处在积累人力资本的阶段,需要社会的

大量投入.在给定社会产出的条件下确定全社会的教育人力资本投入,则未成年人越多,给他们的人

力资本投入就越多,从而挤压了对成年人的教育人力资本投入.由本文的假设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的

人力资本投入在短时间内又受其自身因素限制而无法转化成影响产出的人力资本,这就对教育人力

资本的存量积累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三,一个社会给未成年人提供的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会随着未

成年人占社会人口比例的增加而增速减缓.一个社会不可能无休止的增加教育投入,未成年人比例

太高会导致教育压力的增加和教育资源的紧张,从而在平均意义上减少对每个未成年人的人力资本

投入,造成新一代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不高,从而影响教育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主要是出生率,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行政手段促使出生率大幅下降.

在长期维持低出生率的情况下,出生率会低于人口替代率,最终引起人口分布呈现倒钟形,因此引起

未成年人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如果本文关于人口结构与人力资本积累的逻辑成立,那么

实际上计划生育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在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本文沿袭经典的Solow 模型的逻辑,首先假定社会总产

出关于物质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这样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决定了人均产出,而人均物质资本存

量在人均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均物质资本折旧相等的情况下达到稳态,其中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由社会

的储蓄率决定,而人均物质资本折旧则由固定资本的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两个因素决定.进一步,如
果储蓄率和生产函数给定,人均物质资本折旧率越高,均衡状态下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越少,从而人

均产出越少,因此人口增长实际上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四、模型构建

在上文理论框架的支撑下,我们扩展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
(一)基本模型

社会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ＧD)型并带有教育人力资本的形式,教育人力资本作为一

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

Y＝AKaL１－aHb (１)
其中:Y为社会总产出,K为物质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量,H 为教育人力资本存量,A＞０为

技术水平参数,a、b为正的参数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报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该函数具

有如下性质:
首先,生产函数为 K、L的增函数和凹函数,是 H 的增函数.Y对各种生产要素求一阶偏导数均

大于零,对 K、L求二阶导数均小于零,这意味着物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益为正但呈递减趋势.而

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为正但单调性不确定,这取决于参数b的大小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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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生产函数为 K、L的一次齐次函数,即经济关于物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报酬不变.

第三,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即lim
K→¥

∂Y
∂K＝０,lim

K→０

∂Y
∂K＝¥;lim

L→¥

∂Y
∂L＝０,lim

L→０

∂Y
∂L＝¥.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可以解出稳态(steadystate)下的资本存量.令y＝
Y
L

,k＝
K
L

,则式

(１)可转换为:

y＝AkaHb (２)
(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

设社会储蓄率为s,则资本投入IN＝sy＝sAkaHb.设全社会资本折旧率为q,人口增长率为n,
则人均资本折旧为EM＝(n＋q)k.根据均衡条件IN＝EM 得到:

(n＋q)k＝sAkaHb (３)
由式(３)可以解出稳态时的人均资本存量为:

k＝ sAHb

n＋q
æ

è
ç

ö

ø
÷

１
１－a

(４)

将式(４)代入式(２),可以解出稳态下的人均产出为:

y＝A
１

１－a
s

n＋q
æ

è
ç

ö

ø
÷

a
１－a

H
b

１－a (５)

由式(５)可见,人均产出与储蓄率和教育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与资本折旧和人口增长率负相关.
这样,人口增长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为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人口增长率必须控制

在一定限度之内,否则会拖累经济增长速度.
(三)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

由于式(５)中 H 对y的影响作用十分直观,因而我们只需考察人口结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便可以明确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人口结构用未成年人口与青壮年人口的比例来衡量,
令 H＝g(M,N),其中 M 是未成年人口数,N是青壮年人口数.为简化分析,我们将 H 表示成以下线

性形式:

H＝c＋d
M
N

(６)

其中 M/N为抚养比,可以用来表示社会中的人口结构.根据本文的假定,人力资本积累应同抚

养比负相关,这意味着参数d应该小于０,而该假定是否符合现实还需通过数据来进行检验.
至此,我们完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经由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两个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

模型:

y＝A
１

１－a
s

n＋q
æ

è
ç

ö

ø
÷

a
１－a

c＋d
M
N

æ

è
ç

ö

ø
÷

b
１－a

(７)

由式(７)可见,影响人均产出的人口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口增长率n,二是抚养比 M/N,二者均同

人均产出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的现实是否支持该模型,本文接下来将使用中国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一)经验方法与数据

本文使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中国２９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通过

式(１)、式(５)和式(６),可以得到如下形式的计量模型:

lnYit＝β０＋β１lnKit＋β２lnLit＋β３lnHit＋εit (８)
lnyit＝β４＋β５lnHit＋β６lnnit＋φit (９)

Hit＝β７＋β８
Mit

Nit
＋uit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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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模型假设严格依赖于CＧD型生产函数形式的成立,以及 Y关于 K、L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
因此我们首先用式(８)对函数形式及规模报酬问题进行检验.其中 Yit为i地区t年的实际 GDP,Kit

为i地区t年的资本存量,Lit为劳动投入量,Hit为人力资本存量,εit为残差项.实际 GDP和劳动力数

据可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关于人力资本的测度,我们按照Barro和 Lee的方法,以人均受教

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按照小学６年,初中９年,高中１２年,大学１６年乘以相应的人口数并求

和,再除以人口总数得到[１７].在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中,资本存量的估算通常比较困难,本文也按照

常规方法对 Kit进行了估算.定义年度t的资本存量 Kt＝(It－Dt)/Pt＋Kt－１,It 为年度t的资本形

成,Dt 为折旧,Pt 为价格指数,其中初始年份１９９０年的指数为１.假定在１９８９年之前,各省实际投

资的平均增长率为r,张军等计算出了１９５２~２０００年的资本数据[１８],因此我们可以将１９５２~１９８８年

的实际投资平均增长率作为r,此时,在折旧率为q的情况下,K１９８９＝I１９８９/(q＋r).这样计算可以保

证１９９０年的资本存量同考察期的数据相独立.
考察人口增长率与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可以假设式(５)中的q、A和s为常数,由此得到式(９)

中的计量模型.其中yit为i地区t年的实际人均 GDP,nit为i地区t年的人口增长率,φit为残差项.

nit使用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yit也可使用统计数据经简单计算

而得.
在估计式(８)和式(９)的基础上考察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检验抚养比同教育人力资

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式(１０)中的 Mit/Nit为人口抚养比,uit为残差项.M 为各省区０~１４岁人口数

量,N为各省区１５~６４岁人口数量,数据来源仍然是«中国统计年鉴».如果本文的逻辑推理能获得

实际数据的支持,那么式(１０)中β８ 的估计系数应显著为负.
(二)经验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文考察期较长,且各省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能需要加入截面和时间

的特定效应(specificeffect),通过χ２ 检验,我们考察截面特定效应和时间特定效应是否同时显著.
为了检验人口因素是否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均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影响作用,除使用全国

样本外,本文还将全部省区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并分别进行估计.由于面板数据模型中可能

存在残差相关性,我们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来克服该问题.
式(８)的估计结果在表１中列出.尽管 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固定效应(fixedeffect)模型,

但我们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randomeffect)模型的估计结果一并列出,并进行比较.使用固

定效应模型时,从全国样本来看,β１、β２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资本收益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８０％
左右,而劳动收益的份额在２０％左右.β３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的确对中国经济

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同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并且方程在整体上是显著

的,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χ２ 检验结果表明,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均显著,须同时纳入计量

模型之中.我们还对β１＋β２＝１进行了 Wald检验,以考察是否符合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Wald检验

的F值为１􀆰４４８,表明不能拒绝规模报酬不变的原假设.
将全部样本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均符合经济增长理

论的基本预测.可以看出,资本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更大,而劳动在内陆地区经济增长中的

贡献更大,人力资本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对内陆地区的推动作用.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Wald检验表明,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均符合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
当使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时,β１ 和β２ 的估计系数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二者之和为１的假设仍然

成立.此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有所下降,不仅估计系数减少,而且显著性水平下降:全
国及沿海地区样本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而内陆地区的估计结果却不显著.从中国现实来看,无论

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因此固定效应模

型的估计结果更符合现实.但综合来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从而证

明了本文经验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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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９)进行估计时,我们使用 White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存在较为严重的异方差,因此用 HAC
方法修正后进行回归,结果在表２中列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全国样本得出的结果显示,人均

GDP同人口增长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考察期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增加１％,人均GDP会下降

０􀆰４４５％,这同本文理论模型的预期是一致的,也同直觉相符: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

快,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中国GDP增长率高,而且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

水平,但基于人均 GDP的衡量,中国仍属于低收入国家.β５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积

累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充分说明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

性.由于模型中舍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重要变量,因而拟合优度较低,但通过引入截面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各种因素.此

时,通过χ２ 检验可以看出,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都十分显著,这意味着,加入固定效应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舍弃重要变量而引发的估计偏差.
　表１ 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全国 沿海 内陆 全国 沿海 内陆

常数 －０．８２９∗∗(０．４０２) －０．７７３∗∗(０．３８２) －０．８４５∗(０．４７７) －０．５２８∗∗(０．２１１) －０．５０１∗∗(０．１９５) －０．４８２∗(０．２６９)

K ０．８０５∗∗∗(０．０９１) ０．８２６∗∗∗(０．１０３) ０．７９２∗∗∗(０．０８８) ０．７５４∗∗∗(０．３０７) ０．７７８∗∗∗(０．２８５) ０．６９８∗∗(０．３０７)

L ０．２４７∗∗∗(０．０７４) ０．２０８∗∗∗(０．０６５) ０．２６９∗∗∗(０．０８０) ０．２１３∗∗∗(０．０８７) ０．１９９∗∗∗(０．０６６) ０．２３２∗∗∗(０．０５２)

H ０．６１３∗∗(０．２７０) ０．６６２∗∗(０．２９８) ０．５９８∗(０．３０１) ０．４２５∗(０．２６６) ０．５０３∗(０．２５８) ０．３４７(０．２５６)

调整的 R２ ０．９７０ ０．９７３ ０．９５２ ０．９０３ ０．９１６ ０．８９５
似然比 １１７．８６ １２３．５４ １１６．６１ １０５．２０ １０８．０７ １００．８３
D．W． １．７６０ １．６６９ １．８２０ １．９７１ １．８４４ １．６７６

特定效应 FE FE FE RE RE RE
Wald １．４４８ １．２７０ １．３６５ １．４５２ １．３３７ １．２８５
χ２ ３７．８５ ４３．５２ ３６．５５ ３２．７０ ３３．８５ ２９．５６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FE和RE分别表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
应.Wald检验的原假设为β１＋β２＝１.下表同.

　表２ 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的影响

全国 沿海 内陆 全国 沿海 内陆

常数 ０．７８５(０．９４９) ０．７６２(０．８７５) ０．７３４(０．７７９) ０．８３５(０．７２９) ０．８７２(０．９０３) ０．８０８(０．７１２)

H ０．１８３∗∗(０．０８１) ０．１９６∗∗(０．０９２) ０．１４２(０．０８７) ０．１３４∗(０．０７７) ０．１５５∗∗(０．０７２) ０．１３１(０．０８６)

n －０．４４５∗∗∗(０．１５５)－０．３９９∗∗∗(０．１２４)－０．４８９∗∗∗(０．１６３)－０．３８６∗∗∗(０．１４７)－０．３０４∗∗∗(０．１１７)－０．４０７∗∗∗(０．１１２)

调整的 R２ ０．４０８ ０．４１３ ０．４００ ０．３８３ ０．３９２ ０．３８９
似然比 ２０．１５ ２７．５５ １８．９５ １７．９２ １９．８８ １５．４３
D．W． １．７６０ １．７０３ １．８６４ ２．３０７ １．６７３ １．７８２

特定效应 FE FE FE RE RE RE
χ２ １８７．２４ １９６．５３ １７６．４２ １８８．３０ １９８．９７ １７３．３４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沿海省区样本所得到的结果同估计全国样本的结果十分相近,只是人力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人均收入的阻碍作用更小.对内陆省区的估

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广大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未能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人口自然增长

率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要大于全国水平.
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时,人力资本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估计出的自然增长率绝对值有所减

少,因而可以认为,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之间只有量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因而

式(９)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最后我们对式(１０)进行估计,考察教育人力资本与人口抚养比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列于表３

中.同预期相符,在６次估计中,无论样本范围如何变化,无论加入何种特定效应,β８ 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负,这充分表明较年轻的人口结构会减少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出现这样的结果,除未成年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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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限低于成年人这一直接原因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机制:年轻人口众多带来了严重的就业压

力,许多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之后仍不能找到理想工作,这就带动了一大批年

轻人放弃求学而较早参与工作,这些低技能工人大量涌入市场会减少教育人力资本存量,使整个社会

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变短[１９].同时可以看出,人口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阻碍作用在沿海省区要高

于内陆省区,显示出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倾向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这种状态可能会使地区

间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继续维持甚至有所恶化.对式(１０)的６次估计均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似然比

检验等一系列检验;χ２ 检验的结果表明,由于舍去了影响各省区人力资本积累的诸多因素,所以截面

特定效应和时间特定效应对于解释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十分重要,是估计方程中必不可少的变量,且
这些因素的作用在沿海地区更加明显.
　表３ 人口结构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全国 沿海 内陆 全国 沿海 内陆

常数 １０．４４８∗∗∗

(０．６００)
１０．６５２∗∗∗

(０．７５８)
１１．８２６∗∗∗

(０．８３３)
１０．６９８∗∗∗

(０．６６２)
１０．９６２∗∗∗

(０．７０８)
１０．１１３∗∗∗

(０．７１２)

M/N －１１．７６４∗∗∗

(１．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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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结

本文的经验分析首先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符合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说,在此基础上验证

了人均 GDP与教育人力资本和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
经验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率越高,人均GDP的增长率越低,而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经济增长越快;人口

抚养比越高,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积累越慢.综合来看,人口增长率提高和年轻人口比重上升会对经济

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出生率,降低了人口增长率,并降低了人口抚养比,从而对

人均 GDP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现了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除坚

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贡献之外,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

六、结论性评述

通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教育人力资本因素,我们构建了刻画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

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紧扣理论模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经验检验.使用中国２９个省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运用 GLS方法,我们证明了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

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说明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降低了抚养比和人口增长率,有利

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是否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宣传放

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好处,２０１３年年底以来,部分省市已启动了“单独二胎”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

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本文则从教育人力资本的视角证明了,至少对国家经济增长而言,计划生育政

策功不可没,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单独二胎”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仍需谨慎④ .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解决,继续控制人口将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学者

从人性的角度批判计划生育政策,认为这是违背居民生育意愿的政策,对居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

应该看到,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一旦全面放开人口政策,即便人口增长率提高很小的幅度,人口的绝对

增量也十分可观,将会对本已脆弱的环境和日趋紧张的资源提出更大的挑战.单从本文的理论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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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出发,如果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未成年人比例将会提高,从而抑制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

增长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人口增长率的提高也会直接降低人均GDP的增长率,从而通过两个

渠道减缓经济增长.这就是说,如果未来仍然坚持发展是第一位的,就应该继续严格贯彻和实施计划

生育政策,将其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本文并不奢求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估,只是从一个视角来表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在本文的框架之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用反事实度量法来评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

长的具体贡献度,也即假设人口未受到计划生育的有效控制,设定一定的自然增长率参数,考察各种

增长率水平之下的经济增长状况.但这需要在计量方程中纳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以剔除影响经济增

长的其他各种因素的作用,这可以作为后续研究关注的方向.

注释:

①稻田条件是指,当劳动或资本的投入趋向零时,其边际产量趋向无穷大;当劳动或资本的投入趋向无穷大时,其边际产量趋
向零.

②由于∂２Y/∂H２＝b(b－１)AKaL１－aHb－２,所以b＞１时,H 的边际收益递增,b＜１时,H 的边际收益递减.
③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内陆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
④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可见,党中央并未改变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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